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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人们在追求让机器尽可能多做事的路上走得很猛，也走得很远： 让机器写新闻，

让机器作音乐，让机器改照片。正是因为这些发展，使得人们不禁担忧，生怕哪天机器做得太多了，人类都

无事可做，要饱受失业之苦。但是，慢慢地我们发现我们对机器做得多的要求也许不难实现，但要求机器做

得对，则不那么简单了。从“对抗攻击”到“深度作假”，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今天的技术不仅不牢靠，而

且很容易用来做坏事。从埃塞俄比亚航空 302 号航班的坠毁，到自动驾驶车的事故，人们开始认识到机器是

有行为的，而机器的行为也不一定是有益的，很可能会带来危害。于是，人们开始提出人工智能伦理性、有

益性的问题，开始关注机器行为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开始认真地询问一些人工智能的基本问题：

机器行为的目的是什么：机器是不是能按照人们意图去改变世界？

机器行为的原则是什么：机器如何不违背人类的伦理和规范？

机器行为的结果如何验证：如何来衡量结果和目的的一致性？

机器行为如何来解释：如何来理解机器获得结果的过程？

这些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构成了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的分支 —— 机器行为学。 机器行为的研究和机

器学习的基础理论研究密切相关，譬如，我们如何向机器表达学习的目的，我们如何来验证机器行为结果的

正确性，以及对机器行为过程的可解释性，这些都是今天机器学习研究中最困难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名著《人工智能一种现代的方法》中，对机器行为的阐述是全书的核心。两年前，在意大利我和

该书的作者Peter Norvig聊天，谈到他的这本书，他说他正在写新的一版，新版的重点将是论述“效用函数”。

效用函数是我们向机器阐述学习目的的表达形式，今天我们对机器表达对其行为目的的要求通常很简单，往

往就是一个损失函数，反映的是对机器学习结果的一些简单的质量要求（如精确度、紧致度和稳定性等）。

但是，如果我们要对机器行为有很多的要求，要向机器描述做得对的标准，那么这样的效用函数就会非常难

定义，如果更深究一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不禁要问“对学习目的或行为目的的表达，一定是要通过效用函

数吗 ?”

今天的深度学习，说到底就是对一个由神经元网络所构成的非线性函数在大数据上作拟合，这种学习

行为使得它在应用的普适性上有很大的优势，满足了我们对“做得多”的要求，但是，它的结果正确性无法

得以验证，因为我们无法理解该结果生成的逻辑，无法解释学习的认知行为。所以它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都是

一个难题。我们可以在许多应用中用到深度学习的技术， 但无法对这样的智能加以对和错的评价。从这个

意义上来讲，我们离图灵时代还很远，因为当我们向人和机器共处的黑屋提问，并无法区分得到的回答来自

人还是机器，这时候我们可以加上一句：“请告诉我你是如何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人是能回答这个问

题的，而机器则一定很茫然。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仅是技术和科学，许多还是哲学性的思考，什么是“对”，这就是

典型的哲学问题，从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定律，到今天 Stuart Russell 的可证明有益人工智能的三大原则，

我们无不在什么是“对”这个问题上进行探讨。更进一步，我们也会对于一些具体的应用上什么是“对”这

个问题作出各种理解。但这是一个永远开放性的研究课题，因为 “什么是对” 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对应

的回答不可能是唯一的，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因为我们多少年来时时刻刻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而人类文明史

就是在这样的讨论中前进的。

所以，人类在赋予机器智能的时候，实际上也在对自己的智能行为作出审视，我们要求机器和我们人

类一样：不是要做得多，而是要做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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